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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强度

———基于全国２８２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丁　斐，庄贵阳，刘　东

摘　要：环境规制是否能够通过重塑工业集聚格局的途径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本文以全国２８２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对象，测算了样本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并探讨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

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力地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增长，这一结论在替换指

标后依然稳健；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虽然促进了城市工业集聚，但工业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碳

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 “遮掩”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碳减排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工

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出台更加灵活的环境政

策、引导工业部门有序集聚有助于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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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节能减排事业，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将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２００９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了相应政策措施与行动。“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积极履行
《巴黎协定》国际承诺，明确了到２０３０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峰值并
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由此可见，加快推进
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实现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既定目标，中国出台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等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措施，通过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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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 “史上最严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初步建立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奖惩
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空前
加强，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大势所趋。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必须面临抉择：要么通
过技术革新手段满足环境规制要求，要么在严格的环境规制面前选择退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环
境规制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产行为，也重塑着地区产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空间结构，进而影响
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变化。一方面，在工业部门高度集聚的地区，集聚会促进清洁技术溢出效应，降
低环境治理成本，加速城市碳减排进程，同时集聚也可能加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进一步提升第二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利于城市实现碳减排目标；另一方面，在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下，部
分地区力求推进 “去重工业”转型，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总体水平，但 “去重工业”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环境规
制、工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系统关系进行考察。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１）在理论层面，阐明了实现城市碳减排目标过程中，环境规制和工

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２）在实证方法层面，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为厘清环
境规制、工业集聚和城市碳减排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并揭示了东中西部在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性。（３）在数据层面，本文借鉴陈诗一等［１］、宋德勇等［２］文献，采用文本分析法等构建了环境规制
强度数据，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环境规制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并结合韩峰等［３］、吴建新等［４］研究成
果，较为精确地测算了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
本文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梳理，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第

三部分是实证模型构建和研究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汇报与讨论，第五部分为结论
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抑制碳排放？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倒逼企业加快技术

创新和实现转型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５］；与此同时，不满足环境规制要求的企业将被迫关停或采
取搬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市实现碳减排。而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
无助于推动碳减排，原因在于 “绿色悖论”假说与 “杰文斯悖论”假说。 “绿色悖论”假说认为，
当化石能源生产者预期到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需求萎缩时，倾向于在当前加快开采速度，反而进一
步加剧了碳排放［６］［７］［８］。“杰文斯悖论”假说指出，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企业更加依赖于通过技
术进步手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反过来进一步刺激能源需求，这一回弹效应的出现无助于实现碳减
排目标［９］［１０］。在实证层面上，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谭娟等通过

ＶＡＲ模型评估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总量的关系，指出政府环境规制投入是引起碳排放总
量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１１］。张华等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
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为倒 Ｕ型曲线，“绿色悖论”与 “倒逼减排”
效应并存［１２］。徐盈之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提出环境规制能有效
地抑制碳排放量［１３］。然而，现有研究多在统计层面上揭示了环境规制与碳减排的相关性，但对其
内在作用路径和经济学理论阐述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既往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空间集聚形态产生冲击。其原因在于，传统工业产业部门

集聚虽然带动了经济社会的繁荣，但日益上涨的土地成本、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也制约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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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指标进入官员绩效考核后，“竞争向上”激励政府进一步加强环境规
制，淘汰落后产能，为官员晋升提供筹码［１４］［１５］［１６］。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企业有动机通过产业梯
度转移寻找新的 “污染避难所”以降低环境成本，特别是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区域差异的情况下，
产业集聚的空间形态可能会发生改变［１７］［１８］［１９］。近年来，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也表明，环境规制对
工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覃伟芳等提出，环境规制强度能有效促进产业集聚［２０］。刘金林等、郝寿
义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集聚的作用路径和政策效果存在
明显差异［２１］［２２］。樊兰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２３］。然
而，严格环境规制下所形成的产业集聚格局能否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工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
工业集聚能否对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学术界尚有争议。一方面，节能减排并不是工业集聚的

初衷。产业集聚的内生动力在于实现基础设施共享、提高生产要素匹配效率，以及促进专业知识的
空间溢出，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因此，工业集聚不但不能促进碳减排，反而扭曲现有生产要素
配置，进一步加剧碳排放。另一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作为一种紧凑型的空间经济行为，以工
业集聚为代表的各类产业集聚能够以外部性为纽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同于以上
两种观点，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根据北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曲线），
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呈倒 Ｕ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活动的繁荣，环境污染将呈现先增长后
下降的态势［２４］。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为ＥＫＣ曲线假说提供稳健一致的经验证据。陆铭等指出，经
济集聚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强度［２５］。王涛认为，专业化集聚有利于减排，而多样化集聚不利于
减排［２６］。张可等［２７］、胡志强等［２８］、邵帅等［２９］和何文举等［３０］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过程中，
经济发展与排放并未呈现出明确的线性关系，而是Ｎ型或倒Ｕ型关系，并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对于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出完全一

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且面
临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集聚形态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企业经营策略，也取决于政府
加强环境规制的政策手段。因此，在研究城市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环保政策的有效性
及其对现有工业集聚形态的影响。不仅如此，在以往研究中，学者高度关注工业集聚所带来的分
享、匹配、学习等正外部性的收益，而忽略了工业集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度竞争、拥挤效应和串
谋等问题，从而导致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低于预期［３１］。并且在实证设计过程中，大多数研究基于省
级面板数据，而基于地级市面板往往能够提供更加稳健的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基于全国２８２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
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１．理论假说。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政策手段。在环境规制政策并不严格的
经济体中，污染企业排放行为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因此有必要对污染部门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在部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取得平衡［３２］。常用
的环境规制政策包括发放排放许可证、征收排放税、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政府直接干预等。这些
政策旨在实现污染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因此，环境规制通过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的方式直接提高了企
业的生产成本。如何消化污染治理成本，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保持竞争力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２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环境规制对区域排放行为的影响存在以下两条路径。其一，环境规制使得当地引进清洁的生产
工艺，使其产品符合环境规制要求。生产环节中清洁工艺的引进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为了保
持市场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用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节约来补偿
因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提升。按此路径，环境规制将淘汰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加快清洁生产
工艺的投入，从而有效降低区域排放水平。其二，环境规制通过重塑工业部门在空间上的分布改变
城市排放水平。当企业面临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时，有动机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集聚经济降低了
运输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劳动力搜寻成本，使得企业有可能通过共享清洁生产基础设施、提
高清洁生产工艺市场议价能力、促进清洁生产工艺知识溢出等途径降低减排成本，进而促进城市实

图１　环境规制减排作用路径示意图

现碳减排目标。但另一方面，较为紧凑
的空间布局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增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企业必
须进一步通过成本节约和规模扩张的方

式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污染企业在空间
上的集聚进一步提高了区域污染排放水

平，从而 “遮掩”了集聚经济对减排的
积极影响［３３］。具体路径如图１所示。
根据以上作用路径，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并加以验证：
假说１：通过技术创新和淘汰落后产

能等手段，环境规制有助于对碳减排起
到积极作用。
假说２：环境规制通过产业转移重塑

了企业空间分布格局，集聚经济一方面有助于共享清洁基础设施等方式对碳减排起促进作用，另一方
面，也可能通过成本节约、生产规模扩张等方式弥补环境治理成本，从而不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２．模型设计。为验证假说１，本文以Ｄｉｅｔｚ等 （１９９４）提出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为基础，设计如
下计量模型：

Ｙｉｔ ＝β０＋β１ＥＲｉｔ＋β２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代表ｉ城市第ｔ年的碳排放强度，ＥＲｉｔ代表ｉ城市第ｔ年的环境规制强度，Ｘｉｔ为控制

变量集，βｉ为待估参数。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个体效应ｕｉ与时间效应ｖ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验证假说２，考察环境规制是否通过重塑工业集聚的路径影响，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３４］

研究成果，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并通过逐步法加以验证：

Ｙｉｔ ＝β０＋β１ＥＲｉｔ＋β２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２）

Ｃｉｔ ＝α０＋α１ＥＲｉｔ＋α２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３）

Ｙｉｔ ＝γ０＋γ１ＥＲｉｔ＋γ２Ｃｉｔ＋γ３Ｘ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４）
其中，Ｃｉｔ代表工业集聚水平。为验证工业集聚是否在城市碳减排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需要做

出如下验证：（１）考察基准回归中待估参数β１ 的显著性，当β１ 显著时进行第二步检验；（２）考察待
估参数α１与γ２的显著性，若两者同时显著，则进行第三步检验；（３）考察待估参数γ１ 的显著性，若

γ１显著，表明工业集聚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γ２不显著，表明工业集聚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国２８２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考察对象，考察年份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数据主要来

源包括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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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
告等。个别缺失数据根据时间趋势进行平滑处理。

１．被解释变量：城市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为城市碳排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比重。
本文着重研究城市工业碳排放强度。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城市能源消费数据。参考韩峰等［３］现有研究，本文测算
城市碳排放强度方法如下：

ＣＤ ＝ Ｙ
ＧＤＰｒｅａｌ

（５）

其中，ＣＤ代表城市碳排放强度，ＧＤＰｒｅａｌ代表真实地区生产总值，Ｙ 代表总二氧化碳排放量，
计算方法为Ｙ＝Ｙｅ＋Ｙｇ＋Ｙｌ，Ｙｅ、Ｙｇ 和Ｙｌ分别代表工业用电、工业用天然气与液化石油气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以上三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由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系数共同决定。其中，参考国
家发改委２０１１年发布的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天然气与液化石油气的二氧化碳
排放系数分别为２．１６２　２千克／立方米和３．１０１　３千克／千克。电力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考
虑煤电占比与对应的排放系数。由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的 《中国电力统计年鉴》，可获取各年份煤电占总
电力消费的比例，参考马忠海 （１９９９）研究成果，取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１．３０２　３
千克／千瓦时。

２．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本文借鉴陈诗一等［１］、Ｃｈｅｎ等［１９］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省级
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计算与环境保护相关词频在总报告中的比重，构建环境规制强度。其
原因在于，传统的环境规制指标往往基于环境投资占财政支出、环保从业人员数量、污染税率、污
染治理成本衡量标准等指标。上述指标往往只能反映政府环境规制的一个侧面，而政府环境规制的
手段丰富多样，既包括调节污染税率、提高研发补贴等经济手段，也包括制定环境保护条例、规章
和法律等行政手段，一般指标难以度量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全貌。政府工作报告是指导政府这一年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往往于年初发布。在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下，上级政府工作报告能够直接影响
下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导向，因此，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变量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环境规制测度的
内生性问题。此外，本文参考宋德勇等［２］的方法，将地级市所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环境词汇
的占比与该地级市重工业产值的乘积作为环境规制指标测度，增加了环境规制指标的变异性。具体
操作方法如下：首先，手工收集各省级行政单位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其次，利用Ｐｙｔｈｏｎ对政府工
作报告全文进行分词处理，筛选出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词语，对其频数进行统计；第三，计算相关
词语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第四，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政府统计公报等渠道，计算各地级市重工业占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最后，将文本频率与重工业
占比相乘，得到最终的地级市环境规制指标。为方便观测，我们将该指标放大１０　０００倍进行观测。

３．中介变量：工业集聚。在现有文献中，常用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主要有区位商指数法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ＬＱ指数）、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本文基于各类指数的
适用范围和数据可获得性，选取区位商指数ＬＱ作为工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ＬＱ ＝
Ｅｉｃ／∑

ｎ

ｉ＝１
Ｅｉｃ

∑
ｍ

ｃ＝１
Ｅｉｃ／∑

ｍ

ｃ＝１∑
ｎ

ｉ＝１
Ｅｉｃ

（６）

其中，Ｅｉｃ为ｃ市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ｎ

ｉ＝１
Ｅｉｃ为ｃ市全部从业人员数，∑

ｍ

ｃ＝１
Ｅｉｃ是背景区域

ｉ产业的全部从业人员数量，∑
ｍ

ｃ＝１∑
ｎ

ｉ＝１
Ｅｉｃ 是背景区域全部产业的从业人员数。ＬＱ 指数越高，意味

着工业集聚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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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他控制变量。城镇碳排放强度不仅受环境规制和工业集聚影响，城市自身产业结构、对外
贸易规模、政府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城市发展阶段对城市碳排放都具有明显影响。为了控制样
本城市的其他特征，本文通过查阅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选取第二产
业占比、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政府支出强度、人均真实ＧＤＰ、城镇化水平等一系列控制变
量。由于地级市城镇化率缺少连续一致可比的统计口径，本文取城镇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城镇私营
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之和除以年末总人口数，作为城镇化水平的替代指标。
借助已有数据，采用替代算法与原先城镇化率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３　４，表明替代指标能较好反映观测城
市的城镇化水平。为了更好控制城市的其他特征，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区域分类，将２８２个城
市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开展异质性分析提供便利。
考虑到数据离散程度，本文对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强度和人均真实 ＧＤＰ进行对数化处理，

并对本文使用的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主要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对数 ４　２３０　 ８．５８　 ０．９１　 ４．２５　 １２．１２
核心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对数 ４　２３０　 １．９９　 １．０９ －５．６７　 ４．８９

区位商指数 ４　２３０　 ０．９５　 ０．３１　 ０．１５　 ４．３２
控制变量 第二产业占比 （％） ４　２３０　 ４８．３９　 １０．９２　 ０．００　 ９０．９７

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 ４　２３０　 １．８６　 ２．０６　 ０．００　 １８．１９
政府支出强度 ４　２３０　 １６．１６　 ９．５４　 ３．１３　 １４８．５２
人均真实生产总值 （万元／人） ４　２３０　 ９．９０　 ０．８５　 ７．５４　 １２．７０
城镇化水平 ４　２３０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０２　 ２．９１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将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首先，验证环境规制对城市碳
减排的直接效应，即假说１；其次，验证本文所关心的环境规制对城市碳减排的间接效应，即工业
集聚的中介效应，即假说２；再次是稳健性检验；最后考虑区域差异，分别对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城市碳减排之间关系展开异质性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前，需要考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否则可能导致回归参数的有偏估计

或无效估计。借助Ｒ语言分析工具，为了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本文分别采用Ｐｏｏｌ　ＯＬＳ回归、时
间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固定效应模型构成基准回归。表２给出了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２所示，在不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这不符合理论预期与经济现实。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中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各
个城市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过大，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二是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深
入推进，环境规制力度和碳排放强度都伴随着明显的时间趋势，因此必须要对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加以控制。表２的第２—４列分别是固定个体效应、固定时间效应和双固定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
前文分析，相比于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双固定模型更符合客观现实，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结果也表明双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
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中，第二产业占比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人均
真实ＧＤＰ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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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碳排放强度

（１） （２） （３） （４）
环境规制对数 ０．１０４　３＊＊＊ －０．０２０　８　 ０．０７１　７＊＊＊ －０．０４１　７＊＊＊

（０．０１２　７） （０．０１３　４）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１５　０）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１８　４＊＊＊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７　４＊＊＊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５）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８　９＊＊＊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５　１）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５）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２２９　４＊＊＊ －０．２３３　４＊＊＊ －０．０４５　６ －０．５８１　１＊＊＊

（０．０２４　３） （０．０２２　３） （０．０３４　５） （０．０８０　１）
城镇化水平 １．１７０　９＊＊＊ －０．０５４　５＊＊＊ ０．９７０　４＊＊＊ －０．０３１　６

（０．０８４　９） （０．０７８　２） （０．０８８　９） （０．０７６　３）
时间效应 否　 否 是　 是　
个体效应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９．３４４　４＊＊＊

（０．２２２　４）
样本量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８６　８　 ０．０６８　２　 ０．０８９　６　 ０．０１５　２
Ｆ－统计量 ６６．９３３　７　 ４８．０５３　３　 ６９．０６５　９　 １０．１２２　２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中介效应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但是，环境规制是否通过

重塑工业集聚格局的方式影响城市碳减排？如果存在某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有利于城市碳减
排？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根据假说２，考察工业集聚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碳排放强度 工业集聚水平 城市碳排放强度

（５） （６） （７）
环境规制对数 －０．０４１　６＊＊＊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４４　１＊＊＊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１５　０）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１７３　９＊＊＊

（０．０４４　０）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５　１）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５８１　１＊＊＊ ０．０９３　０＊＊＊ －０．５９７　２＊＊＊

（０．０８０　１） （０．０２８　９） （０．０８０　１）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３１　６　 ０．１９１　５＊＊＊ －０．０６４　９＊＊＊

（０．０７６　２） （０．０２７　５） （０．０７６　７）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５　２　 ０．０３９　５　 ０．０１９　１

Ｆ－统计量 １０．１２２　２　 ２６．８９１　６　 １０．９３６　５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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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３所示，模型５是基准回归的结果，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显著影响是中介效应存
在的基础。模型６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集聚水平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地
促进了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模型７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考虑工业集聚的情况下，模型７中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系数高于模型５中的回
归系数，且工业集聚水平对城市碳排放影响显著为正。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碳
排放存在间接影响路径，即环境规制显著地提升了工业集聚水平，然而工业集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
并未得到体现，工业集聚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与模型５相比，模型

７中的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由环境规制所引起的工业集聚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
度上 “遮掩”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碳减排的积极影响。这回应了假说２的判断，即环境规制过程中，

工业部门集聚经济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尽管本文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然而环境规

制强度的提高也可能是前期城市碳排放强度过高的政策结果。为进一步处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选取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回归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如
表４所示。

表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城市碳排放强度

（第一阶段回归） （两阶段最小二乘）
（８） （９）

环境规制滞后一期 －０．２１２　０＊＊＊

（０．０１５　７）

环境规制 －０．２１２　０＊＊＊

（０．０７３　２）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１２８　４＊＊ ０．２１２　４＊＊＊

（０．０５２　２） （０．０５２　４）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１　８）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５　７）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１　５）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５５４　８＊＊＊ －０．６７７　７＊＊＊

（０．０８９　８） （０．１０１　４）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７６　５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８３　６） （０．０８２　８）

时间效应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９４８　 ３　９４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８６　５　 ０．００９　９
Ｆ－统计量 ４９．３１８　９　 ５８．７０８　３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ＤＷＨ检验结果在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明，

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合理的原假设，且Ｆ统计量大于１０在经验上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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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工业集聚水平提升提高了碳排放强
度，并且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１．基于环境规制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为了保障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考并创新了宋
德勇等［２］的方法，重新构建了环境规制指标 （ＥＲ２），并再次对式１进行回归。指标构建方法如下：
第一步，计算第ｉ个城市第ｊ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用污染物除以真实地区生产总值。排放量

计算公式如下：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ｊ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ｊ／ＧＤＰｉｊ （７）
第二步，用第ｉ个城市第ｊ种污染物排放强度除以全国平均污染物排放强度，得到污染物排放

强度指数，再将三种污染物分别取平均值，得到综合排放强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ｊ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ｊ

∑
ｎ

ｊ＝１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ｊ／ｎ

（８）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
３

ｊ＝１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ｊ

３
（９）

第三步，取综合排放强度指数的倒数，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指标ＥＲ２：

ＥＲ２ｉ ＝ １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

（１０）

之所以选择这个指标，是因为环境规制强度是地区污染程度的直接结果，往往环境问题突出的
地区会以更严苛的环境规制对污染行为进行约束。单位产值污染排放强度体现了地区经济增长所付
出的环境成本，可以较好地反映城市污染程度，能够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性指标。基于该指标，本
文重新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基于环境规制替代指标的中介效应再检验

变量
城市碳排放强度 工业集聚水平 城市碳排放强度

（１０） （１１） （１２）

替代环境规制指标对数 －０．０６１　５＊＊＊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６１　７＊＊＊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１６　８）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１６９　２＊＊＊

（０．０４３　８）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５　１）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５１３　８＊＊＊ ０．０８１　６＊＊＊ －０．５２７　６＊＊＊

（０．０７９　８） （０．０２８　９） （０．０７９　８）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３３　３９　 ０．１９４　１＊＊＊ －０．０６６　７＊＊＊

（０．０７６　２） （０．０２７　６） （０．０７６　５）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６　６　 ０．０３７　９　 ０．０２０　３
Ｆ－统计量 １１．０７６　３　 ２５．７７２　２　 １１．６４２　４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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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５模型１０中，我们考察环境规制替代指标及控制变量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同基准
回归的结果一致，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模型１１考察环境规制替代指标对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模型１２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
的共同影响，结论依然稳健，即环境规制显著地提升了工业集聚水平，但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并未
实现城市碳减排。

２．基于碳排放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人均碳排放量是度量碳排放的重要指标之一，反映了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人均碳排放量作为碳排放强度的替代指标，
进一步检验模型稳健性，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模型１３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人均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上对人均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模型

１４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水平在５％的
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模型１５考察了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环
境规制与人均碳排放量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工业集聚水平与人均碳排放量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正相关。由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对模型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可知，在考察环境规制对人均碳
排放的影响时，工业集聚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人均碳排放水平，另
一方面，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空间集聚格局的形成，这种工业集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环境规
制对碳减排的积极影响。

表６　基于人均碳排放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人均碳排放量 工业集聚水平 人均碳排放量

（１３） （１４） （１５）

环境规制指标对数 －０．０４２　４＊＊＊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４４　９＊＊＊

（０．０１５　１）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１５　０）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４４　３）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５　８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５　２）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５）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３６７　９＊＊＊ ０．０９３　０＊＊＊ ０．３５１　１＊＊＊

（０．０８０　６）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８０　５）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３８　５　 ０．１９１　６＊＊＊ －０．０７３　１
（０．０７６　７） （０．０２７　６） （０．０７７　０）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４　２３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２２　４　 ０．０３９　５　 ０．０２６　５
Ｆ－统计量 １４．９７６　６　 ２６．８９１　６　 １５．２７４　８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前文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有助于城市碳减排，但另一方面，
环境规制重塑着工业集聚空间形态，带来的拥挤效应可能不利于碳减排。为进一步考察集聚负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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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表现，本文将样本城市分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以考察集聚经济负外部性的作用方式。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差异，环境规制更严格区
域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有动机将企业迁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为了考察这种异质性，本
文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环境规制、工业集聚和城市碳排放三者之间关
系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７、表８所示。

表７　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变量

工业集聚水平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环境规制指标对数 －０．０２３　７＊＊＊ ０．０１５　６＊＊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１１　０）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１０　１＊＊＊ ０．０１２　８＊＊＊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０）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０５　０）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８）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１０５　４＊＊＊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１５　５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１　１） （０．０２２　８） （０．０３７　２）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７３　２＊＊ ０．２６６　７＊＊＊ ０．４３０　５＊＊＊ －０．０４９　３
（０．０２８　５） （０．０７８　５）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３０　１）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７５　 １　２００　 １　２４５　 ５１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２８　３　 ０．０８５　９　 ０．０１８　９　 ０．１９２　１

Ｆ－统计量 ２８．７０２　１　 １７．２２０　２　 １３．６６９　６　 １８．０７４　０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７说明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东部地区环境
规制与工业集聚水平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在５％和１％的显
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东北地区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水平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回归结果表明，东
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降低了工业集聚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带
动了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在面临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上升时采取了不同的
应对策略。东部地区企业往往可能采取关停或产业转移等手段，以退出市场的形式解决环境治理成
本上升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工业产业转移过程中，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发展集聚经济的形
式，既能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又为通过规模效应摊低环境治理成本提供可能。东北地区情况较
为特殊，由于近年来受气候、人口流失、自身工业结构重化等主客观因素影响，环境规制在东北地
区优先级并不高，因此，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集聚影响并不显著。

在表８中，模型１７—２０分析了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和工业集聚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除东北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城市碳排
放强度。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工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分别在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正
相关，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００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表８　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工业集聚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变量

城市碳排放强度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环境规制指标对数 －０．１０３　３＊＊＊ －０．０３５　９＊＊ －０．１０８　８＊＊＊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５　１）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７８　６）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１１１　１　 ０．３０５　２＊＊＊ ０．０９５　１　 ０．５４７　８＊＊

（０．０８４　４）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７５　３） （０．２３７　７）

第二产业占比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６　５）

ＦＤＩ占ＧＤＰ比重 －０．００８　１　 ０．０２０　５＊＊ －０．０２０　９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７　５）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２０　３） （０．０１５　３）

政府支出强度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１３　３＊＊＊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５　１）

人均真实ＧＤＰ对数 －０．２４８　７＊＊＊ －０．２１３　９＊ －０．８２９　３＊＊＊ －１．３７７　０＊＊＊

（０．１７０　８）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７９　１） （０．２９４　５）

城镇化水平 －０．１９５　７＊＊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５７　９ －０．０５１　４

（０．０９２　２） （０．１９６　５） （０．２６４　９） （０．４７５　５）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７５　 １　２００　 １　２４５　 ５１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３１　１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６２　６

Ｆ－统计量 ２．２０９　３　 ５．０３３　２　 ４．４６８　６　 ４．３４０　７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呈现以上结果的原因在于，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工业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
成为社会广泛共识。在样本期内，东部地区处在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产业集聚所
带来的规模经济红利已经得到充分释放，环境规制对促进碳减排作用明显，且产业集聚不再是影响

城市碳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中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工业部门面临着重工业比例
过高、外向型工业发展不足和工业部门同构等现实矛盾，尚未实现与碳排放的 “脱钩”，从而导致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影响程度偏低，工业集聚水平提高加快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西部地区工业化处
在起步上升阶段，一方面，强有力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清洁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规制对抑制城市
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受限于交通、技术、产业结构等因素，工业集聚程度不

高，并未成为明显改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情况较为特殊。受历史因素影响，东北地
区工业产业结构明显偏重。这种产业结构加剧了东北地区碳排放，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碳减排并未起
到明显作用。

２．基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异质性分析。由于城市发展路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环保政策力度
也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有必要采取更为

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基于以上考虑，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制定 “十一五”规划过程中，划定了北
京、天津、唐山等１１３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为考察这种异质性，本文分别对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
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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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基于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城市碳排放强度

（重点城市） （非重点城市）
（２１） （２２）

环境规制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４４　６＊＊

（０．０２２　１） （０．０１９　８）

工业集聚水平 ０．２４０　７＊＊＊ ０．０９２　５＊

（０．０８６　６） （０．０５２　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６６５　 ２　５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３８　８　 ０．０１６　６
Ｆ－统计量 ８．８３８　５　 ５．７１８　７

　　　　　　　　 注：＊＊＊、＊＊、＊分别代表统计量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回归结果表明，在１１３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强度无明显相关关系，
工业集聚水平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在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环境规
制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在５％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工业集聚水平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在１０％显著性水
平上正相关。由于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工业体系较为发达，且多数城市工业发展尚未实现与碳排放的
完全 “脱钩”，工业部门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贡献重要力量，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
面临较大阻力。而在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污染行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较小，通过加强环境
规制实现碳减排阻力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测算了全国２８２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碳排放强度，通过对省一级政府工作报
告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修正，得到环境规制指标，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环
境规制指标内生性问题，也如实反映了中国产业经济转型与环境规制现状。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
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于城市碳减排的促进作用，以及工业集聚在城市碳减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
结果表明：（１）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指标替换后
依然稳健。（２）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地提升了城市工业集聚水平，然而工业集聚
提高了城市碳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碳减排的积极影响。（３）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由于城市所处区域和自身发展水平差异，环境规制和工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
度也存在明显区别。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并且工业集聚对城
市碳排放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城市既受到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也受到工业集聚
对碳排放强度的促进作用。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工业集聚对碳
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规制未能实现减排预期，工业集
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促进作用明显，环境规制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上述结论充分表明，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党和
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日渐提高，经济发展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在经济社
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工业部门寻求通过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工业集聚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这一现象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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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显，亟待通过出台更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履行 《巴黎协定》承诺，本文提出

如下建议：（１）继续采取最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引导企业从逐底竞争到逐优、逐顶竞争，将经济
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２）警惕环境规制过程中 “污染天堂”现象。根据地方实际情况
出台有区别的环境政策，防止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转移。（３）政府应根据
主体功能区定位，积极引导工业部门合理布局和有序集聚，发挥好集聚的正外部性，促进清洁技术
在工业高度集聚地区得到广泛应用，真正实现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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